黎里饴糖业

杜培玉

黎里地处江南鱼米之乡，历来粮产丰足。其中大麦、粞、玉米等等，除作饲料外，尚有余裕。这就为饴糖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原料。

早年江南饴糖业具一定规模者有黎里帮、江阴帮及无锡帮。各地制作饴糖的工艺流程大致相同：大麦经四天左右发芽后带水磨碎，与蒸熟的粞或玉米、小米搅拌后，置瓮缸中发酵。发酵过程约廿四小时，第二天“翻浆”，再煎烧，即成饴糖。饴糖如再煎烧，“焦化”成为“小黑”即酱色；饴糖如加入“吊白块”，再加工后，即成白饴糖。黎里帮制作的饴糖，酸碱度适中，含糖度数高，麦芽比重较大，甜度足。例如酱色用于酱油或红酒中，则所制酱油或红酒质量上乘，销路甚广。因此，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，黎里饴糖曾名噪一时。

黎里饴糖业出现较早。清代中叶，黎里近郊农户利用家中多余粮食，自制饴糖，供自家食用或馈赠亲友。光绪年间，黎里东栅及南港已有糖坊出现，规模为一座灶头。当时黎里盛产紫云英蜂蜜及油菜花蜜，纯净洁白，誉为“黎川白蜜”销至远省。而饴糖业刚刚生产，产量少，销路不广，无法与蜂蜜竞争，相形见绌。以后蜂蜜产量逐渐降低，为饴糖扩大销路提供了条件。

辛亥革命后，黎里饴糖业逐渐发展，糖坊逐渐增多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。民国10年（1921年），黎里有糖坊10余家，其中规模大者有6灶（杨顺泰）、7灶（戚源盛），全镇有30余灶。抗日战争前夕，全镇有糖坊13家，36灶，糖坊工人89余人。其中镇最东端之戚源盛有9灶，帮工20余人。业主为一妇女，人称之为“戚老太”。她经营饴糖业手下分工负责，对内生产管理井井有条，对外广开销路，经营规模日渐扩大由最初3灶而至5灶、7灶、9灶。其次为九成汇杨顺泰糖坊，计7灶。以下有6灶、5灶，规模最小者仅1灶。

由于当时黎里交通以水运为主，为运输方便，糖坊多开设于镇东：镇之东栅有戚源盛糖坊；镇东九成汇有杨顺泰、杨顺昌、包合顺及沈家、毛家糖坊；东桥后底有汪洪兴糖坊；南港有唐千记、唐富记、唐奎记、顾合兴、施老庆、徐记、金永兴等糖坊。而镇中及镇西仅一二爿糖坊而已。镇西清风桥堍之徐永盛；北栅之赵记糖坊；镇中有施家浜顾姓糖坊。其中唐家原为一爿糖坊，因子孙繁衍，而分设为三爿，生意日益兴隆。

此外，农村有小糖坊，均为一灶。其中多数为冬闲时季节性经营，以章湾里、黄杨浜为最盛。

当时黎里镇、乡共有72灶。黎里糖坊工人赴外地开设糖坊者亦不乏其人，以赴浙北、浙西者较多。

二十年代，黎里糖坊工人曾因生计日艰，于民国14年11月演剧一天，请求增加工资。糖坊业主不允，工人于是酝酿罢工。消息传来，糖坊业主惶惶不安，立即央请有关方面出面调停，工人终于获得胜利，增加了工资。糖坊工人当时人数众多，并且已有公会组织，有组织能力，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。

当时产品有以下三种：①主要生产36°饴糖，焦化后为“酱色”，供酱园用于制酱油及红酒。每家大酱园每年约需千担。②45°至48°饴糖，供食品厂制糖果或供药厂作原料。③白饴糖，制糖塌饼用。饴糖产量每灶每天150—250斤，当时全镇每天产量约3吨。产品除在本省销售外，大量销往上海、浙江，并远销至山东青岛以及东北几省。三四灶以上，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坊均自备船只，有的业主备船2艘以上，将产品运往外地。小糖坊（1灶者）则搭大糖坊便船或与之协作运往外地销售。每天清晨，镇上必有几艘大船满载饴糖扬帆出发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黎里因当时只通水路，日寇未在镇上大量驻兵，各地逃难者纷纷来黎，镇上人口骤增，商业畸形发展，繁荣一时，饴糖业亦因之兴盛。且苏嘉路以西各地糖坊多数停业，因而黎里饴糖市场得以扩大，畅销路西。但当时原料已紧缺，有些糖坊只得以米代粞作原料。

民国33年，中共地下工作者曾巧妙地利用饴糖业作为掩护，进行革命活动。金佩扬、陈正之等同志在黎里镇西城隍庙前秋禊桥堍开设饴糖坊作掩护，领导芦墟、黎里、平望、北厍等地的地下党工作。糖坊规模为一灶，陈正之任“老板”，李毅为“会计”，陆雪林为“伙计”，金佩扬为“跑街”。

解放初，黎里饴糖业仍很兴旺。粮食统购统销以后，饴糖原料受到限制，产量略有降低。五十年代以后，国内红、白砂糖产量大增，糕点业逐渐以砂糖取代饴糖，糖果制作亦绝大部分采用砂糖，而只以很少的饴糖作为糖果结晶造型之用；制药业亦逐渐以其他药物取代饴糖。饴糖销路逐渐缩小。

1956年，黎里饴糖业开始实行合作化，至1958年合并成立黎里饴糖厂。

现在黎里商业饴糖厂为县办企业，有6座大灶（每灶约相当于过去2座灶），职工30人。1985年以前年产量500吨左右，近年来产量近400吨。产品除供本县以外，多销往苏州、上海、浙江等地，供酱园作酱色及糖果厂制奶糖等用。镇上另有镇办饴糖厂，由客户提供原料，厂方代为加工饴糖，年产量100余吨。

